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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女国之争”与边界和边缘化问题——来自川藏边界的个案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发生于川藏边界丹巴县的S乡村民争夺“东女国”名号的调查展开了对边界（缘）和中心关系

模式以及边界人群的边缘化和主观能动性问题的再思索。S乡人的“东女国之争”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内容：第一，“非藏

既藏”：对非藏系“东女王”后裔地位的宣传与对自身“纯正”藏族血统的强调；第二，“非男既男”：对女性崇高地位的鼓

吹与以彪悍勇猛著称的康巴（男）人自居；第三，“非拥既拥”：对“高高在上”的部分地方官员的斥责与对伟大英明的

党中央的讴歌，而这与当地人置身于汉藏社会的边缘是分不开的。若把边界视为“交汇地带”，就能够在揭示中心和边

缘互动的基础上阐释这些矛盾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展现边界（缘）社会主动边缘化与构建自我中心的创造性。 

【关键词】东女国之争 川藏边界 边界和边缘化 交汇地带 自我边缘化 

  

一、导言 

  2005年5月，由当地报纸刊登的一篇名为《东女国国都浮出水面》的文章在四川丹巴县引起了不小

的震动。作者称传说中的横亘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母系氏族部落联盟— —“东女国”的宫殿便坐落于今天的

S乡境内。针对此前政府相关部门已将“东女国故都”的名号授予S乡一山之隔的Z乡的做法，该文通过较

为详尽的论证对其进行了有效的驳斥。这篇文章便正式拉开了S乡村民“东女国之争”的序幕，以此为契

机，他们向世人和当地政府表达了夺回该名号的决心和信心。 

  据《隋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等史料记载，“东女国”为隋唐时期的一个女性至

上而男性居于从属地位的国度。有些专家认为“东女国”这个称谓同时指代过历史上两个不同的地方政

权，一个位于西藏西部的喜马拉雅地区；而另一个位于川藏之间（石硕，2009a & 2009b）。但是关于

川藏“东女国”的统治中心究竟在何处的问题还有很多争议。有学者称它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而又有

人说它在四川大渡河上游的金川一带。后来有学者试图调和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随着吐蕃向东

扩张，位于昌都的“东女国”于唐贞观年间举国迁徙至包括丹巴在内的金川（嘉绒）地区（郭声波，

2002）。丹巴县、金川县以及它们分别所隶属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都看到“东女国”

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即如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个“金字招牌”所带来的旅游收益是相当

可观的。为此，阿坝州和金川县的旅游文化部门于本世纪初便开始打造“东女国（都）”的品牌，而甘孜

州也不甘落后，加大了丹巴是“正宗”的“东女国（都）”的宣传攻势。甘孜州某位对“女儿国”历史和文化

颇有研究的领导，在丹巴调查一番后宣称“东女国”的故都就坐落于该县境内，但是至于宫殿具体建于何

处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鉴于Z乡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并结合考古发现和民间

传说，丹巴县政府决定把“东女国故都”的头衔授予Z乡，并上报将该乡更名为“东女谷乡”。但是，S乡的

精英和村民却坚持认为“东女国故都”就在本乡境内一处悬崖峭壁之上，其遗址依然清晰可寻，为此多次

同县上相关部门交涉，强烈要求将该头衔归还给S乡。 

  “东女国之争”得到了S乡民众的普遍响应，他们通过申诉、集会并利用网络媒体等形式对外宣称S乡

才是“东女国都”真正的故土所在，并强烈要求县委、县政府“主持正义”，还给S乡应有的公道。在多次反

映无果后，村民普遍相信导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就是县上有关部门担任要职的Z乡籍干部的百般阻

扰。由此可见，这场纷争实质上并不是S乡和Z乡之间的直接冲突，而是S乡人对县上所谓的Z乡利益集团

和支持他们的“糊涂”官员的控诉。但是S乡人的“东女国之争”却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第一，“非藏既藏”：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是非藏系的“东女王”的后裔，而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有着最为

“纯正”的藏族血统；第二，“非男既男”：S乡（男性）精英一方面称本地女性比男性更有能力和政治头

脑，而另一方面则强调自己是以彪悍勇猛著称的康巴（男）人；第三，“非拥既拥”：对“脱离群众”的部

分地方官员的斥责和对伟大英明的党中央的讴歌。S乡人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民族政策是相当拥护

的，但是他们认为，与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党中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一些官员的“高高在上”和

“玩忽职守”，这才出现了S乡在“东女国之争”以及其他很多方面受到地方有关部门冷落和压制的情况。其

实“东女国之争”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当地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急剧变迁的必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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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这个结果又与S乡的边缘化地位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 

  为此，基于对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汉藏交接带的嘉绒地区丹巴县和其境内S乡多年的田野调查，笔

者将借助于对“东女国之争”现象的个案研究来揭示边界（缘）人群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对其选

择模式和行为动机的探讨重新审视边界和边缘化问题及其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关系。在下面的讨论中，本

文首先将尝试重新解读“边界”和“边缘化 / 性”的概念，并提出利用“交汇地带”这个新视角来定义和看待

“边界”；其次，将从S乡人的认同及其边缘化地位入手来具体分析如何能够通过“交汇地带”这个观点呈现

不一样的“边界”和“边缘化 / 性”。 

  

二、从“边界”到“交汇地带” 

  边界和边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边界”（border） 通常指代的是包括但不

局限于仅仅作为政治主权意义上的边境地区的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主流和中心相距甚远的地域，而

“边缘化 / 性”（marginality）则是对在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地域认同当中与主流和中心相异性状态的

描述，于是这两个均包含与中心相对立而存在的概念便时常成为一个内在统一的研究主题。 

  由于边界概念与边缘性的这种必然联系，边界经常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逃离国家或强大政治实体控

制的避难所（Scott， 2009）。学者们指出边界同样是多样性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Tsing， 

1993）， 亦或是“夹缝之地”（interstitial zones） （Gupta， 1992），相互竞争的不同社会和文化

就在这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地方不断地生成与瓦解 （Makley， 2003：598）。边界还被看作是可供“跨

越”（border crossing）之地 （Rosaldo， 1993） 与不断孕育勃勃生机文化且处于权力和差异交叉点

（Pratt，1991；Tsing， 1993；Ortner， 1999；Mueggler， 2001） 的“可逾越的界线”

（transgressing boundaries）（Ewing，1998）。因此，边界不再是政治版图或文化领地的终结，它

们在此相接、角逐、交汇和融合，从而也就造就了具有混合性特点的、全新的文化和认同蓬勃发展的局

面。尽管如此，学术界在边界和边缘性的研究中较为盛行的一种观点依然是，边界人群依附于强大的中

心并受其排挤和打压。这种观点暗示边界人群的边缘化处境是注定的，而且很难，或者说基本就是不可

能改变的；而另一派逐渐趋于主流的观点指出将边界与中心完全对立的作法是不妥当的，应将二者的关

系看作处于连续有机的互动之中，边界以不同的形式贡献和反馈于中心。尽管该观点突出了边界（缘）

人群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还鲜有学者去关注边界社会是否能够利用自己边缘化的地位争取机会和利益，

并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的问题。 

  总之，目前对这些人群的认同与能动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这种

局面的形成与学术界还未完全脱离将边界看作中心的衍生物和附属品而陷于边缘化境地的固有框架是不

无关联的。为此，笔者认为，如果将边界看作“交汇地带”（convergence zone），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

识边界及其中心和边缘的关系（Tenzin， 2010）。该观点是在批评和借鉴西方影响深远的两种相关理

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第一种是哈佛大学学者巴巴（Homi Bhabha）的社会文化“杂交”（hybridity）

理论（Bhabha， 2004），第二种是人类学家汉纳兹（Ulf Hannerz）的“混生化”或“克里奥化”

（creolization）理论（Hannerz， 1992）。包括S乡在内的嘉绒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杂交化和混生

化的产物，作为汉藏两大社会文化中心的连接带，它的认同和文化形态都呈现出汉藏杂交和混生的特

点。 

  巴巴的杂交理论是对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将宗主国和殖民地作为完全对立两极立场进行的反思和批

判。他认为，宗主国和殖民地、东方和西方，或中心和边缘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剥削与反剥削或斗争

与反斗争的关系；它们历史文化相互交织，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及双方原有边界模糊交汇的局

面，所以不能抛开中心而径直去探讨边缘的问题，必须充分意识到它们交错重合的历史和文化是根本无

法从中一刀两断的，而且边缘社会的认同和文化有着极强的韧性和生命力，不会轻易地被中心吞噬和湮

没。印度被英国殖民了数百年，但是印度文化的核心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更没出现全盘西化的现象，印

度人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英国文化并将其本土化。显然这个观点的确展示了边缘的活力和创造力，但是

边缘人群和文化作为“杂交品种”，其“不纯”性同中心“正宗”的主流文化还是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英国的

殖民统治下，印度的精英分子虽接受了良好的英式教育，生活习惯也与英国上层相近，但是他们根本没

有任何成为真正“绅士”的可能性，因为大不列颠帝国的“绅士们”是不愿意看到“野蛮落后”的印度人与自

己平起平坐的（Sinha， 1995）。 

  汉纳兹的混生化理论着重阐释的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和非西方（东方）、中心和边缘的互动。好莱

坞电影充斥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样麦当劳、可口可乐等西方产品及其文化符号无孔不入。这对东方

和第三世界的文化和认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本土文化的迅速消逝和“西化”似乎成了一股不可抗拒

的趋势和潮流，但是在汉纳兹看来，边缘社会“混生化”的文化并不是对主流文化的简单复制，它经历了

一个本土人对外来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过程，从而使其在新的土壤上萌芽和发展。比如，Hip-Hop



（街舞）这种由美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形式，虽然同样带有“street culture”（街头文化）和 “gangster 

culture”（帮派文化）的特点，但是它深深烙上了日本的民族特性、社会矛盾以及中下阶层生活现实的

印记（Condry， 2006）。此外，汉纳兹指出随着边缘社会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影响不断扩大，部

分产品有可能一跃成为某种主流以及中心人群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例如，吸收源自非洲、南美、中东、

南亚和中国等地区的音乐元素成为了西方流行乐的重要发展趋势（Stokes， 2004）。即便如此，“混生

化”这个概念本身却隐含有“混生”的状态下边缘社会独立认同和本土文化面临消逝殆尽的威胁。 

  综上可知，这两种理论模式都比较强调边缘人群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中心和边缘的有机互动，但是它

们也有明显的不足，即二者都突出了中心的统治地位和边缘的“不纯性”和衍生性。而“交汇地带”的提

出，吸纳了这两种理论关于中心和边缘辨证互动关系的基本看法，同时避免了它们对边缘能动性认识的

不足。具体来说，该观点不再将边界地区的社会文化看作是因其“杂交”和“混生”的“不纯”特性而成为中

心的附属和衍生，而是提议将边界社会文化看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成体系的，且与一个或多个中心

进行着有机持续的互动，由此凸显了边（界）缘社会的能动性和自我中心的地位。本文将以川藏边界为

例对“交汇地带”的观点进行更为具体的阐释和剖析，从而展开对边界（缘）和中心的关系模式以及边界

人群的边缘化和主观能动性问题的再思索。 

  

三、村民的认同与边缘化 

  S乡所在的丹巴县，行政上隶属于毗邻西藏自治区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四大藏区之一的嘉绒

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嘉绒主要分布于阿坝州和甘孜州境内，总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①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开展的民族识别中，嘉绒人因其独特的地方语言和民俗风情暂列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后来中央政府

根据嘉绒民众的意愿，将其正式纳入藏族的范畴。这个举措对嘉绒的族群认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嘉绒有着与其他藏区互不隶属的地方政权中心，其族群身份也是相对模糊的，但是官方对其

藏族身份的确认一方面向世人宣告了嘉绒人作为藏族大家庭正式成员的身份，另一方面，既然嘉绒人藏

族认同的模糊性依然存在，其异质性便使得他们成为了这个民族大家庭当中较为边缘的一员。即便到现

在，有如此广袤地域的嘉绒地区也并不为其他藏区的普通百姓与藏学研究者深入了解，不少藏族民众还

经常质疑嘉绒人的藏族身份与认同。这种情况恰好折射出嘉绒人在藏族社会当中的边缘化状态。 

  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讲，嘉绒处处体现着浓郁的藏族风情，藏传佛教和藏族本土宗教苯波教在当

地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嘉绒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与其他藏区的农区也较为相似。同时，自古

以来大量汉族文化要素已融入当地社会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的各个方面。比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

中秋节等成为了嘉绒一些地方重要的民间节庆活动，饮食习惯也是比较典型的四川口味。另外，由于嘉

绒有众多相互不能沟通的方言，不同地方的嘉绒人相遇时交流的共同语一般都是四川话。总之，从嘉绒

的文化形态上来讲，它同时受到汉藏文化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看起来既不像是“纯粹”藏族，也不像是

“纯粹”汉族，也就是说，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它处于一种非藏非汉、既藏又汉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决定

了嘉绒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而且在文化形态和民族认同上都位于汉藏社会的边缘。 

  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归属也对S乡村民的族群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嘉绒主体分布在阿坝州境内，

而作为嘉绒文化中心之一的丹巴县却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甘孜州。由于甘孜州的主体认同是康巴藏族，

在自我定位和对外宣传上都以康巴文化的核心区自居。为此，很多丹巴当地人也开始向康巴认同转移，

而S乡村民是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的群体之一。S乡人的母语不同于嘉绒地区的主要方言— —嘉绒语，

虽然在语言的层面上他们同康巴人基本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但因其词汇、语法特征与康区方言比较接

近而被认定为康区的一种“地脚话”（土语）。这样S乡人就为自己向康巴认同的转移找到了最好的客观

依据。由此，很多当地人宣称他们才是正宗的（康巴）藏族而其他的嘉绒人不过是羌人（族）或者藏族

血液不够纯正的人群而已。 

  此外，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也对S乡的族群认同及其边缘化造成了显著影响。这里所讲的“现代

化”具体表现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当地的商品经济和市场获得极大的发展，网络交通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对外交流也日益频繁，旅游便是当地人与外界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直到上个世纪末前往丹巴观光旅游的人还不是很多。当时很多本地人也还不明白大山里面究竟有什么东

西吸引了这些来自现代化大都市的游客。但随着丹巴在国内旅游市场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尤其在2005年

被国内媒体推评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后，丹巴县的三大旅游品牌：藏寨、古碉和美人谷在国内外获

得了极高的认可和赞誉，蜂拥而至的游客慕名来到丹巴欣赏当地的美景，体验独特的民族风情。巍然屹

立、精美壮观的藏式古碉成为游客们主要参观对象之一，而拥有全县数量最多、形态最美古碉的S乡也

一跃成为丹巴主要的旅游景点。这样，在与大批游客不断接触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S乡村民逐渐意识

到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才是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从而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另外，因为不得不

经常面对游客关于他们是否是藏族以及与其他藏族在建筑、服饰、语言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有何异同的询



问，当地人的藏族意识在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对自己与其他藏族的差异性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和思考。

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同村民们通过媒体和日渐频繁的直接接触等方式加深了对其他藏族的了解是分

不开的。丹巴和S乡很多年轻人每年都会到甘孜州其他地方去打工，而当地的康巴人经常不承认他们的

藏族身份，甚至视其为汉族。同时，他们还发现与S乡人的苯波教信仰不同，康巴地区和其他藏区的绝

大部分老百姓都是信奉占据主流地位的藏传佛教，这样，因为担心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很多出外打工的

S乡人一般不会主动暴露自己的宗教信仰。总之，与其他藏族加深认识和了解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强化

了S乡人（嘉绒人）不同于其他藏族及其自己处于藏族边缘的意识。 

  除了要面对汉藏社会中的边缘状态，S乡村民还宣称自己在丹巴县也处于一种被忽视和遗忘的边缘

化境地。村民常常抱怨县委县政府对S乡的发展和村民的利益根本不予重视。作为丹巴的重要旅游景

区，该乡的道路交通和旅游接待设施较差，对此他们的解释是政府已将大笔款项投放到其他乡镇，以致

于曾经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资源和独特的民俗文化闻名于全县乃至全州的S乡倒退为全县最

“落后”的地方之一。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人归结为“朝中无人”，即州县关键部门无本乡籍人

士担任要职，于是“东女国之争”便成为了他们遭受不公待遇最强有力的证明。很多S乡村民都相信Z乡虽

没有任何与“东女国故都”有关的直接证据，但是正因为县政府及职能部门工作的Z乡籍官员“私心太重”而

将该名号“据为己有”。为此，有村民表示他们要尽可能采取一切国家政策范围内允许的措施，包括向党

中央申诉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收回“东女国故都”的头衔。 

  

四、作为“交汇地带”的川藏边界 

  S乡人的认同建构是与他们所面临的多重边缘化的局面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各种牵制与机会紧密相

关的，而这种状况与他们作为横跨川藏边界的“不藏不汉、既藏又汉”的群体又是分不开的。因此，如何

看待和定义（川藏）边界对揭示边缘的复杂性、流动性以及解析“东女国之争”内含三组矛盾的合理性是

至关重要的。由此本文提出如果把位于汉藏交接带的嘉绒地区看作“交汇地带”，将有助于理解这种内在

的逻辑。 

  汉藏两大中心自古以来就在嘉绒地区接合、交流、融汇和碰撞，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应把嘉绒社会简单地看作是汉藏的衍生物，而必须更多地看到它与汉藏中心积

极持续的互动、交汇和融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嘉绒还同时立足于自我中心的地位来看待和处理同汉

藏两大外部中心的关系，这样嘉绒就成为了本地话语权下的活力中心。总之，上述多重交汇的结果便是

形成了一个崭新、多元和生机勃勃的嘉绒文化及其认同。下面将通过S乡在“东女国之争”中展现出的边

缘（界）社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来揭示中心与边缘的辨证关系和二者的有机互动。 

  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边缘走向中心。S乡人可以通过漠视、“遗忘”或摒弃自己处于汉藏边缘的地位而选择拥抱

政府（权）中心以及藏族中心，从而成为中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乡人为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

举世瞩目的成绩欢欣鼓舞。老人们聚在一起常常会回忆新中国成立前那些当牛做马的苦难岁月，从内心

深处感谢伟大的党和祖国给他们带来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很多年轻人和中年人在不同的场合碰面时

也会谈及我国的国际地位、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国家各项惠民政策的

实施、党和国家在四川灾后重建中的决心和举措等话题，当中爱国主义情绪和对党的感恩之情表现得淋

漓尽致。此外，访谈中所有S乡村民都强调他们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党的民族、藏区政策及各项大政方针

的，也将自己同那些部分参与或同情骚乱的藏族僧众区分开来。大家表示，即便发生于2008年的“3·

14”事件不过是一小撮不法分子挑起的事端，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一直忠诚于党和国家的藏族老百姓是

一个极大的伤害。据一位八十来岁的老人讲，她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早上会到房顶煨桑

（焚烧松柏枝）祭奉山神，请求其协助国家立即平息暴动。她和其他老人还会定期到村里的佛塔处转

经、念佛、焚香来祈求神灵庇佑国家安定和谐。S乡村民通过这种方式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作为党

的坚定拥护者和国家的基层公民，他们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所以类似“东女国”这样的

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一位村民称，如果丹巴县相关部门不把“东女国故都”的

头衔及时归还给S乡，他们就要向州里、省里甚至中央反映情况，坚信中央一定会满足他们的这个要

求。他说：“这是共产党的天。大青天！县上不要想一手遮天。总有地方会为我们主持公道。我就不相

信像丹巴这样一个小县城想造反不成（对抗中央）！”这样一来，S乡村民就不再是“无理取闹者”，而是

为了捍卫国家中心和法制的神圣地位同地方政府的“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 

  同样，S乡人也高度认同于藏族（康巴）中心。很多本地人有较强的藏族意识，时时会表现出作为

藏族人的自豪感。他们认为藏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在当今这个急剧变迁的

世界里藏族的传统价值观— —尊重长辈、注重亲情、重视邻里关系、乐观豁达、重义轻利等尤为可贵，

正因为如此，藏族人和藏族文化才受到全国人民的推崇与热爱。S乡人非常清楚自己在藏族社会中的边



缘位置，于是通过强调与藏族主流社会和康巴人在族源、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以尽可能消除种种与此相

关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强化自身的藏族认同。当地的语言与康巴藏语接近，这便成为他们巩固自

己“正宗”康巴人和藏族身份最重要的证据。为此，许多本地人开始有意忽略甚至断然否认其嘉绒人的原

有认同和身份，而在其他的嘉绒人面前表现出作为“纯正”藏族的优越感。此外，在藏传佛教占据主流地

位的广大藏区，S乡人明显感受到自己苯波教信仰的边缘化地位对他们争取主流藏族身份的努力形成了

一定的挑战。为了消除可能的负面影响，S乡的精英们不厌其烦地向笔者和外来者宣传当地苯波教的包

容性和开放性，以及它与佛教和谐共处的事实（Karmay，1996）。②毗卢遮那— —藏传佛教历史上最早

正式出家的“七觉士”之一、密宗大成就者和杰出的翻译家，在S乡村民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

地还留有大量关于他的历史遗迹和传说。按常理来看，毗卢遮那本应是苯波教的对手和敌人，因为他于

公元8世纪被吐蕃王室中反对佛教的苯波教势力驱逐到了嘉绒地区，而他到了嘉绒以后主要的精力也放

在了建寺收徒和传播佛经上（毛尔盖·桑木旦，1997：332）。这位与苯波教势不两立的佛教大师能够

受到S乡人的顶礼膜拜，不正说明了当地人和苯波教徒博大的胸襟和不凡的气度吗？通过这种方式，S乡

人有力地驳斥了藏族佛教徒对苯波教的偏见和贬损，从而捍卫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正宗”藏族的地

位。 

  此外，S乡人也可以选择突出相对于强大汉藏中心而言的自我中心地位。他们为拥有大量高高耸

立、造型精美的藏式古碉而倍感骄傲，宣称这类已被国家推荐为世界文化遗产候选名录的古老建筑，其

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在整个藏区乃至全国都是独树一帜的。一些人还说当地的“锅庄”（传统集体圆圈

舞）、民歌等传统歌舞和民间艺术也是藏区和国内其他地方不多见或无法与之媲美的。在他们看来，真

正使S乡在中国和世界上都能独占鳌头的就是他们的“东女国故都”遗址及其由远古沿袭至今的“东女国”传

统和女性文化，其中成人仪式就很典型。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各个村寨都要在本地寺庙边的一处空旷之

地为年满17岁的女孩举行盛大的成人仪式，几乎所有寨子的百姓和女孩们的家人亲友都会参加这个盛

会。女孩们在人生的这一重要时刻都会穿上（常常从亲戚或邻居那里借来的）最华丽的服装，戴上精美

的首饰来接受族人的祝福。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年长女性为她们特别盘扎的发髻— —制成长长的两只角。

当地一些老人说这种造型正是仿照了“东女国”图腾“琼”（传说中的大鹏鸟）的形象。族人会为这些女孩

呈上最吉祥的祝福和优美的歌舞，据说这以后她们便可大大方方而自由地寻找心中的爱人，当遇到合适

的男子成婚后，按照本地女性至上的传统，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和总管。上世纪末该仪式

已逐步得以恢复。③S乡人强调这个独特的仪式是专门只为女孩准备的，这充分表明女性在当地拥有极

高的社会地位，也意味着东女国传统从未消逝过，它还将继续影响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 

  第二，从中心走向边缘。如果将S乡人的边缘地位仅仅看作是一种对他们行动的束缚和限制就显得

比较简单化了，事实上他们善于利用自己的边缘性来宣传与众不同之处。尽管S乡人处于汉藏社会的边

缘，但是他们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有时反而会为其增添一定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就是说，有些

情况下边缘性有可能成为“稀缺的资源”，因为在当今日益强调个性和回归“本真”（authenticity）的中

国社会，置于边缘境地的民俗文化有望一举成为大众热捧追逐的对象。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以前

少有人问津的处于边缘状态甚至面临消亡的“原生态”歌曲日益受到现代都市人的喜爱。这样，S乡“非藏

族主流”的古碉建筑和“东女国”传统，以及其他“非藏非汉”的民俗文化使其拥有足够多的社会资本来宣扬

其在国内旅游市场不可替代的旅游观光地的地位。 

  S乡人从中心走向边缘更为典型的事例是，他们采取了“自我边缘化”  （voluntary marginality），

或“策略性边缘化”（strategic marginality）的政治谋略。作为一种不同于常规的边缘化，“自我边缘

化”的重心不是表述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而远离中心的状态，而是侧重于描述社会实践者为

达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等目的而主动与中心和主流保持距离。 

  S乡人的“自我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给予S乡特殊照顾的丹巴县政府“沦落”为“罪魁祸首”。在过去五年时间里，县政府和相关职能部

门为S乡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该乡的M村是全县181个村当中首批获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资助

的两个试点村之一。县政府筹集巨资为该乡修建了一座能通大型车辆的桥；同时几条通村公路已经修好

或在修建中，预计未来几年还会有大笔资金投入来拓宽和加固这些道路。S乡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获得如

此大规模的集中投资，这在全县的乡镇中是不多见的，而这一切是与该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巨大

的旅游开发价值和潜力分不开的。在县上的大力推举下，以规模宏大、类型齐全、造型奇特的古碉群而

著称的M村成为甘孜州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个殊荣使得S乡在以发展旅游文化产

业为当前政府工作重点的甘孜州和丹巴县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此外，村民还享受了不少的福利政策和

贫困资助，他们为此对党和国家的这些好政策赞不绝口，但他们还是异口同声地对外宣称S乡是全县乡

镇当中最不受重视的一个。在访谈中，常常听到的就是村民对县乡政府的不满，特别是“东女国之争”中

S乡遭受的压制和不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为自己在“东女国之争”中所

采取的反复申述和上访等行为寻找合适的理由。具体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心里相当清楚，如果高



度认可当地政府为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所做出的努力的话，显然就没法把矛头直接对准后者，从而失去

了争取“东女国”头衔的底气和本钱。同时，他们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肯定，就使得“东女国之争”变成了有

党中央为其撑腰的抵制县相关部门“不正之风”的“正义之战”，于是，他们的这些行为也就具备了合法性

和必要性。由此，主动将自己描绘为在丹巴处于政治边缘就能有效服务于其夺回“东女国”头衔的预期目

标。  

  二是本地男子对所谓“女强男弱”东女遗风的鼓吹。很多男性宣称本地女性比他们更有能力和魄力，

所以女人才是家庭和当地社会的顶梁柱。S乡人最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妇女在生产

队和公社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更有甚者，有的村庄里面几乎所有的领导岗位都由女性担当，她们卓越的

领导才能和顽强拼搏的作风使得S乡成为全县的模范乡和产量大乡，为此S乡有三位杰出女性进京受到毛

泽东主席的接见，而全乡却没有一个男性享受如此殊荣。④据S乡的男子讲，这种情形的出现源于东女

国延续至今的“重女轻男”的传统。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放弃了康巴人血性阳刚的男性特质而积极宣传

自己的从属地位。他们通过这种主动弱化和自我边缘化的方式究竟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这种看似

让人疑惑不解的“自我女性化”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说它是表象，是因为这些人正是通过抬

高女性的地位来凸显其男人本色，即真正懂得欣赏和尊重女性的男人才是男人中的男人。所以，S乡男

子不仅没将自己女性化或边缘化，反而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度，也就是说，通过对女人重要

地位的强调向外界巧妙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相比其他的藏族人、汉族人甚至西方人，只有他们才懂

得如何正确对待女性，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男人和“文明人”。而这一点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

很多男性称自己到其他藏区打工时发现当地人的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以致于女性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

家务和体力活，而在丹巴和S乡，男人通常会主动分担更多的体力劳动，还特别呵护和尊重家中的妻子

等女性。有人说在世界各地和不同民族中常见的重男轻女现象在S乡几乎是闻所未闻，本地女性崇高的

社会地位是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 

  上述例子说明，S乡人看似主动放弃了中心位置而选择自我边缘化，而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正是通

过这种方式巧妙地又从边缘转移到了中心，并强化和巩固了自己的中心地位，而汉藏两大中心就此沦为

边缘的位置。因此，如果立足于这种中心和边缘的辨证关系，再去重新审视S乡人“东女国之争”包含的

三组矛盾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解决。“非藏既藏”、“非男既男”和“非拥既拥”这三组

矛盾展示了中心和边缘的有机互动：一方面当地人强调自己作为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忠诚公民、作为真

正的藏族人和作为以彪悍阳刚著称的康巴人的中心 / 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强调秉承东女国

“女强男弱”的遗风以及在丹巴受忽视和压制的地位而主动将自己边缘化。他们正是通过自我边缘化这种

高明而又特殊的形式突出其无人能及的“文明程度”与“东女国之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从而实现了从边

缘向中心的转化。 

  

五、结语 

  S乡村民对自身的认同定位和主动边缘化表明中心和边缘之间存在着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即中心

和边缘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韧性的、可沟通的、视情况而定的，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是

可逆转的。因此，如果总是把S乡（嘉绒）当作汉藏社会的边缘是有一定问题的，当地人完全有可能通

过强调自己的中心地位而将汉藏社会置于边缘的位置。巴巴的“杂交”理论与 汉纳兹的“混生化”理论确实

突出了边界—边缘化模式中中心和边缘的辨证关系，但是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把边界（缘）人群和他们

的文化与认同当作本质上是“不纯”的和衍生的，这就不可避免漠视甚至否认边缘社会独特的认同以及它

在面对强大中心时表现出的韧性、决心和策略。“交汇地带”这个观点能够更好地展示S乡这样的边缘人

群与中心之间的互动，及其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的边缘地位获取利益并通过强调本土自主的中心地位同主

流中心进行必要的衔接和交涉。在川藏边界这个交汇地带，S乡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游离于汉藏中心之

间，也同样可以选择强调或捍卫本土社会和文化领地。尽管如此，S乡人的选择并不是完全自由和毫无

约束的。他们的决定和举措建立在审时度势即对各种现有条件估量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没有可能总

是展示和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中心地位。汉藏中心无处不在的影响使得他们对这两大中心的依附和从属

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并不意味着这是他们在考虑所有可能的结果后作出的一个理性或实用的选

择。实际上，这样做是汉藏中心与本土中心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多层次交汇的一个集中表现，以及由

此产生的后者对前者的附着和认同。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了边界社会或交汇地带认同的复杂性。 

  处于交汇地带的地方社会，在同强大的中心社会深层次接触、互动、竞争甚至冲突的过程中势必会

从主流社会和文化那里吸收大量的东西。但是，边界（缘）人群未必就一定会完全融入或整合到中心

去，有些这样的边缘社会甚至选择了逃离国家和其他强大的政治文化中心。东南亚和南亚边境交汇地带

的本土人群便选择了以自我“放逐”的方式逃避国家中心和“现代性”（modernity）对其的控制和约束，来

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Scott， 2009）。这种自我边缘化的方式与汉藏交接带的丹巴和



S乡大相径庭，因此也就很难拿来做直接的比较。也就是说，因为世界不同地区的边界（缘）社会有着

可能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脱离这种社会现实去空谈边界和边缘化问题的共性，是既不现

实也毫无意义的，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些差异下面确实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S乡人虽然高度认同于汉藏

中心，但是他们还是不时地凸显其独立的认同和中心地位以区别于汉藏社会，而且这两个不同边界的人

群都选择了主动边缘化的方式来为自己谋取一定的利益。这样，不同的边界（缘）社会都可以由“交汇

地带”的观点来统领，因为在不排除明显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心社会和主流文化施加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和

束缚的情况下，它更多展示的是边界（缘）人群面对前者的强势时构建自我中心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这种创造性主要体现于对边缘地位的巧妙利用。常随边界伴生的就是边缘性与由此引起的模糊性和

不定性。这种模糊正是由边界地位的不确定性和认同的可移性决定的。边界人群在本土社会与一个或多

个中心之间若即若离、忽远忽近的游离过程造成了差异性和相似性不断的碰撞和相互作用，而这种深入

持续的互动也将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S乡与汉藏中心在各个层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和相

似性，这使得本地社会置身于一个较为特殊的场景之中：他们同时认同于自己“正宗”藏族和忠诚国民的

身份，而又反复强调自身的与众不同和相比汉藏社会的优越性。因此，S乡从“东女国之争”中呈现出的

认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只是汉藏社会在此交汇或杂交的结果，更多的是这个边界（缘）社会与两大政

治文化中心互动和沟通的结果，一个新兴人群、认同与中心便由此诞生于这种多重的交汇之中。 

  最后，S乡人的举动与选择对重新认识边缘化 / 性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显然，那种把边缘

化 / 性仅仅当作是迫使社会实践者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边缘状态的一种约束力和限制力量的看法

是失之偏颇的。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民俗文化已融入主流或流行文化之中，如风靡于

世界各个角落和我国大江南北的Hip-Hop或rap（说唱）艺术形式的主要源头就是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黑

人街头帮派文化。这种现象同样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游走于偏远山区和“与世隔绝”的边缘（界）地区成为

了全球旅游者的偏好（MacCannell， 1976； Linnekin， 1990； Lindholm， 2008）。由此，作为“稀

缺资源”的边缘性便成为S乡人标榜自身社会文化独特性的立足点，同时他们还充分利用边缘性可能提供

的机会为自己争取必要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由此可见，这种看待边缘化的新视角有助于进一步认

识以边缘（界）人群为代表的社会实践者行为动机与选择机制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在突破既有社会结构

限制时所表现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转型期藏区基层政治的重构— —以川甘藏区为例”

（12LZUJBWZD00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波士顿大学魏乐博（Robert Weller）、查尔斯·林桐

（Charles Lindholm）与肯卜丽·阿肯（Kimberly Arkin）等导师，哈佛大学简尼特·嘉措（Janet Gyatso）教授、

华盛顿大学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南京大学范可教授以及数名匿名评审者的反馈、批评和指导，在此表示最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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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按照传统的藏族区域概念来讲，藏区是由卫藏、安多和康巴三大部分组成，而嘉绒有时被归属于安多或者康巴地区

之中，但是嘉绒较为独特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又使其区别于这两大藏区，因此，笔者提议将嘉绒单列为第四大藏区。

据史书记载，嘉绒地区历来就有自己的土著居民，如汉代的冉駹、隋代的嘉良夷以及唐代的西山诸羌部落等。而在公

元7世纪至9世纪此地为日益强大的吐蕃攻陷而成为其属地，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嘉绒地区实现了全面的“蕃 

（藏）化”。在吐蕃政权瓦解后，该地区重新处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当地的土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元、明、

清时期朝廷先后在此地分封了18名土司。土司对中央政府负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义务，但在各自的领地上

俨然是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国王”，制定有完整的司法体系和赋税差役等制度来实施对百姓的统治。自乾隆时期起，中

央政府便开始在嘉绒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土司的特权而改由政府派遣官员直接进行管理。在清末、民国时

期就完成了对嘉绒全境的改土归流，但事实上大部分土司的实际权力和影响依然存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民主

改革时期土司特权才得以完全废除。 

②该作者前往丹巴做了实地调查后，称当地佛教和苯波教和谐共处的局面确实是藏区比较少见的。 

③目前，这个恢复后的仪式已基本成为专门为旅游者和媒体准备的表演项目。有部分参加仪式的“女孩”其实是已婚并

育有孩子的妇女。 

④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女性中有两位依然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们都担任过大队长和社长等职务。据她们反映，当

时本村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抽调到外地学习、工作或入伍，所以女性不得不承担村里绝大部分的实际工作。  

丹增金巴：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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